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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与“通”：现代文明视域下的
中国文论何以可能

刘金波

摘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文论如何古今

贯通、中西互鉴，如何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进而形成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下需要认真思考

和研究的重要选题和方向。基于文化研究和关键词研究方法，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可以从“反”与“通”

的角度凸显自身的学术贡献和应用价值。中国文论历史流变的三个“元”关键——人学视域、反者道动、意

在言外为其当下建设提供了通晓、通变与通达的学理基础。通过将学术精神和工具理性结合，将人文精神和

学术伦理结合，中国文论可以在回答现实世界是什么，学者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当下应该做什么等中国实

践性问题方面提出传统坚守、文明转化、理论通达、方法转向、中外互鉴等方面的可能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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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影响着人类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

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文论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

中同样不可或缺，其体系性、创新性乃至前瞻性尚有待学者在根植本来与借鉴外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

创新乃至前瞻性创造。中国文论如何古今贯通、中西互鉴，如何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并进而

形成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应成为当下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选题和方向。

现代文明视域下，中国文论建构何以可能？对此，研究者还需要冷峻地面对、客观地观照中国文论

的发展现实，理性地思考当前面临的学科境况：其一，中国文论的现代阐释，沿用的绝大多数是学科细

分意义上的西方文论的理论与方法，也就是西方那一套较为成熟的文艺理论体系。其二，中国文论所遵

循的传统文论的形象化、意向性、感悟式、模糊性的理论与方法的诗性表达样态，无法精准地具有标准

意义地建构现代学科、学术与话语意义上的体系性。其三，中国文论的兼性思维 a与兼性阐释，虽有自己

较为系统、较为成熟的范畴、话语与方法，但成为具有世界意义、能够进行广泛应用推广的中国文论范

式尚有待发展。其四，中国文论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更多地指涉中国古代文论。一方面，其在学科、学

术研究方向上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划分并不匹配（如很少细分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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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论、中国当代文论）；另一方面，中国文论的当下乃至未来进路，及其对世界范围内的文艺学研究

的贡献，更需要学界认真思考、研究并加以解决。其五，数字媒介时代，文学乃至文论的精英化小众主

导时代逐步向大众化的多元主体时代转化，面对身体媒介、数字媒介、智能媒介等层出不穷的媒介与新

媒体样式，面对非职业写手、非专业写作的网络写作、符号表达、二次元、影像表达、碎片表达等，中

国文论的媒介技术应对储备不足，也力不从心。其六，远未成为世界语言的汉字批评——尤其是宗经与

征圣——的中国式文论表达，难以成为目前语言应用范围占统治地位的英语世界的中国方案。其七，“人—

机”互动时代，尤其是随着 OpenAI 研制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ChatGPT、百度开发的

全新一代知识增强大语言模型文心一言等大型应用模型时代的到来，“机心”的“沉浸式”传播改写了

中国文论的“文心”“具身性”传统。与此同时，中国文论还面临着诸多发展瓶颈：在学科范围内，中

国文论相较于西方文论研究者与研究项目偏少，研究成果偏弱；相较于社会科学，它在解决当下纷繁复

杂的社会现实问题方面，同样竞争力偏弱，影响力不够，话语权较为欠缺。

面临这些较为窘迫的中国文论发展现状，在现代文明视域下探讨中国文论何以可能就显得尤为艰难

且迫切。本文拟用文化研究和关键词研究的方法，试图在现代文明视域下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理论、

方法与路径，本来、外来与将来，传承性、继承性与前瞻性等多维语境下为新时代中国文论的实践建构

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性总结和方法性路径。

一、振叶寻根，反者道动：中国文论历史性总结之“元”关键的理论传承

在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之中，探究中国文论的历史流变并梳理其建构中华文明形态及新形态的逻辑与

规律，是一项庞杂且细微的任务，也是一项迫切而有益的工作。虽然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在较短时间

内建设一个功能健全、手段科学、检索便捷、运转高效且数量庞大的中国文论研究关键词数据库，但是

利用刘勰“振叶寻根”和老子“反者道动”的文化研究和关键词研究方法，或许对其历史流变和范式建

构的研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刘勰《文心雕龙 • 序志》所言“振叶寻根”主要强调的是，评论文章需

要像整理树木的枝叶一样，寻找它的根本；如同观察江河的波澜一样，沿途探索它的源头，否则就会不

得要领，不能穷源究尾，从而与哲人的教训不合。

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科技日益革命化，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文化发展

日趋多元。科技革命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化的结果和归宿。二者相互

依存、相互促进，导致了社会分工的渐趋细化和文化发展的日趋多元。这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生活等诸多因素交织形成的现代文明形态，与历史上其他时代的文明形态有高度的相似性，也有迥然不

同之处。相同的是，无论什么时代，文明形态无不带有历史痕迹、时代特色、文化根底和社会生活的深

刻印记；不同的是，当下现代文明形态的知识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和覆盖面向文明的深度、广度深入

拓展。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论如何在现代文明视域下融贯古今，沟通中外；如何将当下的鲜活现实与

中国文论的理论勾连，形成富有特色，彰显民族性、本土性、学科性，并能够反映鲜活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文论及其可能路径，是这个时代需要人们回答的主要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

如何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具备中国智慧的中国文论，并引导和促进世界范围内文学实践的新路向与新发

展，是更具有原创意义和价值的学术研究。

基于现代文明新形态视域的中国文论建设的创新与发展的目标导向，本文对应文明新形态核心要义

之学术视野、理论旨趣及方法取向，提出与之高度相关的三个核心关键词。这三个核心关键词也就是中

国文论历史流变总结性的三个“元”关键：

第一，学术视野上的中国文论之“人学视域”。

何为人学？“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规律，以及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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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a文学以及文艺理论作为人类精神创造的重要方面和重要成果，也是从

根本上研究人的存在、本质、活动、价值以及目标、道路等原则和规则的学问。人学视域，千百年来一

直是中国文论的经典视域。

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它不仅是文学的根本问题，而且是中国文论的根本性问题。关于这一问题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名论断，当是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他说：“文学是人学”为“理

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b对此，陈涛认为，这样一种“文学是人学”的判断，无疑是一种现代人文

主义式的“文学”理解——它将“人”的价值和实践置于“文学”的中心，试图从“人”的自我经验出发，

塑造和评估“文学”之于“人”的意义。c以“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意义、社会实践作为中心的文学，

反过来又深度影响“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实践。

事实上，以人为中心的论述在先秦时代就广泛涉及。如孔子、荀子、孟子均有思想相近、表述各异

的人学思想。其中尤以荀子的人学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而在中国传统文论观念中，如“诗言志”“礼

以节情”“文以载道”“知人论世”，以及“兴趣说”“滋味说”“性灵说”“童心说”等不同的文艺

理论概念和命题，无不深刻勾连“人学”这一著名论题，无不是深度触及人类灵魂的核心概念。

为了进一步探讨人学视域，笔者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方法中的对象性方法来探讨中国文论的人学视域问题，不难发现这一理论与方法同样适用中国文论的

人学视域。马克思从人的生存论层面出发，将人的对象性活动与人的意识性存在、人的社会性存在、人

的历史性存在紧密关联起来，多层次呈现完整的人。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人的存在形式问题——

人如何存在——以及如何实现人学革命的对象性方法。这一方法“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

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

的人即现实的人”d。放眼历史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论，一直固守人学视域下的人正是利用了对象

性方法来进行生活展演——“现实的人”如何展演自身的生存、抗争与发展——它将人的本体与本质、

本位与本色，赓续与存活、存在与发展等多面向的“人学问题”与“文学话语”自然而又紧密地交织在

一起，通过言、语、兴、象、意、义、情、气、中、和、韵、志、神、力、趣、味等概念表达自身能力

话语的构建，并通过这种能力构建来促使自身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的繁荣和文明的进步。

第二，理论旨趣方面的中国文论之“反者道动”。

反者道动，即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众所周知，老子非常注重矛盾转化，提倡“极”，要求“致

虚极守静笃”；强调“反”，要求反其道而行；主张“柔”和“弱”，提倡“上善若水”；认为“柔弱胜刚强”，

提倡在不可为而为的“极”“至”处用“柔”守“弱”。这些主张中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反（返）。

这里的“反”，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老子的辩证法方法论。老子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事物均有

发展变化的极端情况发生，如何认识某些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将有利于避免事物的极化或反

向发展。同样地，如果人们遵循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和时代潮流，将能够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

来归正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行为方式，进而避免物极必反的情况出现，避免事物走向“极”“至”而使自

己陷于不利的境地。笔者认为，反者，返也。作为道之动因的所谓“反”（返），一方面，从整体性观之，

就是主体返向客体，将反向思考、反向追索作为天下母的“道”是何以产生、何以发展的。也就是需要

考察其内在的整体的矛盾斗争是否是其运动变化的动因。另一方面，从个体性观之，作为个别的具体事

物在现象界何以能够运动变化、生长发展，需要返回在场，返回当时，才可以考索、追寻是何种动力何

种因缘导致这种变化发展的。由上观之，这种方法论不仅适合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论的方方面面。因

a　陈志尚：《人学理论与历史 — —人学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0 页。

b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 年第 5 期。

c　陈涛：《从“人学”到“后人学”》，《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 9 期。

d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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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和中国文论之连绵不绝，所以可以反求诸己，进行观澜溯源式的探寻与总结；也因中国文明和

中国文论之赓续不断，所以又可以集成以拓新，从而进行前瞻性的路径新阐。其“反者道动”的概念既

是中国文论的理论之方法，又是中国文论的方法之理论。考索中国文论的历史流变问题，不仅需要通过

不同时代的关键词检索来反推当时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现实，并进而思考这些文论概念、范畴、术语、命题、

范式和话语产生的土壤，探索它们之所以灭活或者存活的文化语境、话语密码以及社会动因。唯此，方

可以在现代文明语境下对中国文论作价值与目标、概念与术语、命题与问题、理论与方法等多方面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性总结，并进而思考中国文论的目的因和动力因，乃至思考、探索其未来的可能走向。

第三，方法取向上的中国文论之“意在言外”。

“意在言外”是中国文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和传统术语，也就是以无法为有法，以不说而言说的方法论。

所谓道不可道，也就是需要用言外之意来体味文学的美感和意义，来感悟人生的真谛和价值。“意在言外”

的滥觞当上溯至先秦典籍《易》。而庄子认为语言所表达的“意”却不能表达“意之所随者”之“道”，

有形之言和意，均不能表达无形之道，显示了言和意的无能为力。庄子是通过“得意而忘言”的感性直

觉去理解理性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和意外之旨。

“意在言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和方法取向，究其根本，不外乎以下多重因素的

合力：一是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表意性以及汉字数量偏少（相较与英语，常用汉字只有 3000 多字，《康

熙字典》也不过 47000 多字，而《朗文当代英语大词典》则收录数十万单词）的现实，影响甚至决定了

以汉字作为语言表达工具的模糊性和写意性。二是汉字批评传统“宗经”的“我注六经”的感悟式、评

点式的评论，具有偏主观、偏情感的特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学理价值的缺乏，进而影响到中国文论

系统性理论的建构。三是中国文论一直以来坚守追求意象和意境的文论传统，导致创作者在追求某种意

象或者意境的同时，也需要阅读者深入思考他们的言外之意和意外之旨。如司空图所论“纤秾”时的意象：

流水、远春、深谷、美人、碧桃、水滨、柳荫、流莺等，都需要阅读者结合自身生活体验加以感悟、联

想之后方能对其产生共鸣，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作者所谓的“纤秾”诗境、诗意、诗味与诗旨。四是儒家

礼乐文化影响下的文人士大夫谦谦君子般的含蓄、内敛、蕴藉和儒雅心性，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和文论

表达。他们或比兴寄托，弦外之音；或命意造语，言不在多；或讽喻兴寄，话不在满；或温柔敦厚，遥

情远寄，但多具有思想的高度、意义的深度乃至表达的温度。即便是明清小说如“三言二拍”、《金瓶梅》等，

对粗鄙俚俗市井文化的描写，乃至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也多巧用古典诗词，讲究平仄、对仗、用典，

读来美艳而不恶俗、雅致而不粗俗。可以说，其文字真正达到了刘勰《文心雕龙》所言的“情在词外”的“隐”、

“状在目前”的“秀”。所以，“含蓄美”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东方文学、中国文论的一大美学特征。

关于“意在言外”，学者所论颇多，成果迭现。本文将其作为中国文论一个重要的元关键，是鉴于

当下数字媒介时代写作的大众化倾向、表达的碎片化现象以及阅读的快餐化事实。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写

作或文学艺术评论训练的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发表所见所想。在个性极度彰显和表达较为自由的自媒体

时代，直白代替了含蓄，符号代替了文字，图像代替了语言，音像代替了文章。大众在享受新媒介技术

带来的便捷和快捷的同时，也在“关门”与“开窗”的取舍或转换之间缺失了联想、想象和比较，丢掉

了艺术所需要的深沉思考，迷失了对人文精神的追寻。文学艺术的“快餐”消费深度消解了具有反复玩味、

深度思考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

有鉴于此，未来，在对中国文论经典著作、中国文论核心关键词以及中国文论概念、范畴、命题与

术语、话语和范式等进行研究的时候，需要关注其本来、外来和将来。这种本来、外来与将来的逻辑就

是传承与新变的逻辑，亦即传承、创新与前瞻的关系。“反”之元关键，即是在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上的

体系化的学术与学理的传承。中国文论的“反”，是站在哲学的天人关系、文学的人文表达以及政治学

的家国情怀高度，深度勾连各利益攸关方关系之后形成的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这种传承所用的语言，是“意

在言外”的精炼性、模糊性和需要思考回味之后的穿透性的汉字表达。中国文论一以贯之的“宗经”“征圣”



2024年第 2期

183

传统，决定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方法论走向。前者是继承性的“反”，后者是创新性的“通”。

中国文论“反”的目的指向就是“通”。从价值论意义上说，“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站在“反”

的基础上创新性的“通”。所以，“通”才是目的，是归结，是创新，是发展。创新与发展的终极目标

则是具有学科、学理、话语和方法预见性的前瞻。在此意义上，其未来指向与现实走向需要学者朝如下

方向努力：继续坚持人学视域的传统立足当下，返回传统，强化特色，深度思考；对现代文明视域下的

中国文论做科学化、合理化诠释，对中国文论的中国经验做科学诠释或解释；杜绝高度内卷化的学术圈

内的纸上谈兵，杜绝从文献到文献的虚假问题的假设求证式的学术研究；对中国文论的中国实践问题做

出经过田野调查、体现中国智慧的科学研究，并得出能够解决高度复杂、高度综合的实际问题的科学结论，

以期得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方法、中国方案和中国路径。

二、相循参伍，会通适变：现代文明视域下中国文论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自觉

本文所言的“反”与“通”，是力图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中国文论的现代文明形态建构进行学

理诠释。上文所言的“反”，是文本，是材料；是传承，是经验；是方法，是手段。它是从中国文论的

历史流变角度做的历史语境上的学术归纳，是中国文论的历史时空坐标系。这里所谓的“通”，是目标，

是目的；是理论，是价值；是方法，是路径；是试图在现实语境乃至未来语境的角度对中国文论的可能

走向从传统到现代、从经验到价值、从文本到实践、从本土性到世界性的角度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自觉。

《易 • 系辞》言：“往来不穷谓之通。”a从中国文论体系内对“通”做学理分析，可以将其分解、

概括为一体三面的具有渐进式意涵的概念、术语与方法——通晓、通变、通达。在历史传承维度的“反”

的基础上提出的现实乃至前瞻维度的“通”的核心关键词，正是基于历史传承基础的现实观照层面的、

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自觉。

在讨论“通”的三个关键词之前，有必要首先分析、归纳一下“反”与“通”二者间的学理勾连、

逻辑关系与体系旨归。从历史与现实的纵横坐标系来看，“反”是历史语境，“通”是当下视野；“反”

是文本材料的总结，“通”是经验价值的归纳；“反”是传承性地回到当时的田野，“通”是创新性地

面向当下和未来的实践；“反”是本土性的术语，“通”是世界性的面向；“反”是中国价值的提炼，“通”

是世界价值的推出；“反”着重强调的是通晓之“晓”，“通”着重强调的是通达之“达”。“反”以求“通”，“通”

以证“反”；“反”不离“通”，“通”不悖“反”。没有历史与现场的“反”的境况，难以抵达现在

与未来的“通”的境界。同样，没有立足当下与面向未来的“通”，“反”的历史传承性也就失去了存

在的必要和价值。“反”而不“通”，则既无法创新，也无法前瞻；“通”而不“反”，则既缺乏学理

基础，也缺乏问题意识，更无从创新，从而更难以形成文明新形态。所以，前者是理论的传承，后者是

方法的新阐；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归宿；前者是后者的材料和铺垫，

后者是前者的目标和目的。在上述学理与逻辑基础上加以归纳出通晓、通变、通达三个概念、术语和方法，

同样意指中国文论建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下文分别从理论自律、方法自觉与创新自达

三个层面分述“通”的相循参伍，会通适变之面向。

第一，理论自律：中国文论“反”的历史语境意义上的学科体系之通晓。

通晓，本意为从黑夜到天明，也就是彻夜。可引申为非常透彻地了解。研究中国文论，特别是将它

作为一种知识创新体系的现代文明新形态，“反”的视野非常宏大——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反”的

历史也极其悠久——自先秦至当下；“反”的范围也极其广阔——从国内到国外。所以，中国文论研究

如果达到“通晓”一词所说的境界，还有诸多方面需要强化研究：一是知识的广度，涉猎要广。这就需

要对中国文论所提炼的核心概念、关键术语、重要范畴等所处年代的时代特征、文化脉络、政治经济社

会乃至自然环境等进行全面的学习、认识和掌握。二是知识的宽度，认识要宽。也就是说中国文论的任

a　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年，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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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概念、术语、范畴乃至命题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定牵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

知识的方方面面；文论反映并解决与之相关的文学生产乃至知识消费等实践性问题，尤其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本土性实践问题，并不能简单依靠单一学科或者单一学科方向的知识、理论及方法来加以研究。三

是知识的深度，思考要深。在数字媒介甚至智能媒介技术迭代的革命性、颠覆性变化面前，中国文论的

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只会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系统和越来越丰富。因此，现代文明视域下中

国文论的学术研究如何“通晓”，需要重点把握三个核心面向：一是思想的深度与学术的高度；二是知

识的广度与范畴的宽度；三是故事的烈度与语言的温度。这三个核心的 6 个关键词——思想、学术、知识、

范畴、故事、语言，涵括了中国文论的范畴论、风格论、创造论和鉴赏论。中国文论在什么学科范畴以

何种风格进行知识的创造、传承与再创造（创造、传承与创新），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思想观点与学术见

解（学派、学问与学术），以什么语言讲“故事”（意义、话语与范式）、怎么讲“故事”、怎么听“故

事”以及怎么评“故事”等，都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前必须通晓的学科体系内的学术研究素材与基础，也

就是一种理论的自律。

第二，方法自觉：中国文论“反”之现实视野的学术体系之“通变”。

人们常说，时移世易，变化易移。“通变”滥觞于《易 系辞上》。《说文解字》对“通”和“变”

的解释分别是“达”和“更”。其原始意义表明“通变”是“通”与“变”的“分”与“合”。 “通变”

之“变”谈论方法，“通变”之“通”，讲究执行。二者既具有“通变”整体上的意义，也是“通”加“变”

大于“通变”（1+1>2）的意义。

刘勰秉承通变之观念，从文学创作理论的高度提出通变观，成为文艺理论界“通变观”的集大成者。

刘勰认为，通是设文之体，变是变文之方。通变，是阐发事物间发展流变关系的理论与方法，是在继承

与发展基础上由哲学天道变革并与文化、政治、社会密切相关的一种文化生产、艺术创造、研究与欣赏、

评论的理论与方法。它既是一种史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既是一种创作论，也是一种鉴赏论和批评论，

它广泛应用于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

刘勰的通变观首先强调的是要不要传承的问题，没有传承就没有文脉。其次是如何传承的问题，最

后才是革新的问题。没有革新就不可能发展进步。其认为通变之用，经验内涵在于人，决定性因素也在于人。

将无方变成有方，靠的就是诗人、文人的风骨、才情、气韵、神思等。刘勰的通变，主要是对于个人而

言的。而对于群体的通变，笔者认为，其核心要义，在于经典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艺术）重植、创造或

再现。亦即从学术体系的高度在“反”的基础上考索文明新形态视野下中国文论“通变”的方法论。中

国文论的现代文明新形态构建需要着重关注层次性和方向性两个重点内容。层次性内容包括：一是变什么，

二是为何变，三是怎么变；方向性内容包括：一是与事实相连的内容通变，二是与运动相伴的过程通变，

三是与循环发展相关的目标通变。总之，适时而变，因时而通；变迁则禅，通变则久；变通则盛，代变则繁。

变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中国文论发展规律性的探索、提炼、掌握和推广，就是中国文论的方向与目标在

哪里，道路与前景在哪里，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文论理应成为、也自然会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创新自达：中国文论“反”“通”协同与前瞻面向的话语体系之“通达”。

“通达”是在通晓、通变之后的豁然开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它既是“反”的终极目标，也是“通”

的最高境界。以话语体系建构而言的“通达”之“达”，重点在于对四个方面进行考索与分析——为何“达”，

“达”什么，如何“达”，“达”的范式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方案和世界标准。作为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

国文论，较通晓、通变更深层次、更高层面的“通达”，也就是在通晓的理论自律与通变的方法自觉基

础上的通达创新的学理自洽与学术自由。这种自洽与自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古今，也就是“反”与“通”的融合。中国文论作为古老而新兴的学科，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振叶寻根，观澜溯源，都需要将海量的经史子集中的经典文献资源做一个“反”与“通”的会通。

二是通中外，也就是文明互鉴、中外互补甚至是互惠。轴心时代流传下来的前学科文论经典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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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降的学科化的文论研究中发挥其作用价值？中国文论传统如何在世界文艺学语境下生长、发展

与引领？新的时代环境、新的技术手段使得中国文论的研究者要在中西交流、交汇与交融中以互惠性的

兼性思维处理本来与外来，达成中西互鉴，文明交汇。

三是通学科，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言的经史子集的博览和当下所言的通人教育、通才教育和通识

教育的结合。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中国文论学术研究之间单一性的矛盾，中国文论的综合性与学者相关

研究方向之间的专业性的矛盾，中国文论研究理论、方法的相对稳定性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

之间的急剧变化性的矛盾，都深刻影响着中国文论学术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此情

况下，需要不断融会贯通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计算科学、语言学、艺术学、传播学甚至是

知识考古学、信息科学、档案学等学科门类，进行适应社会变革的具有特色性、代表性的综合研究、交

叉研究。

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理应在通晓、通变与通达的基础上，将中国文论的学术精神和工具理

性结合起来，将人文精神和学术伦理结合起来，以回答现实世界是什么，研究者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

当下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等切合实际的中国实践性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的研究路向与方法前瞻。

三、通以臻道，三位一体：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引下中国文论的路径前瞻

现代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中国文论建设需要站在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时空坐标系，需要考虑本来、

外来与将来的内容语境，需要基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目标导向，从理论、方法与路径的

角度进行范式拓展与方法前瞻。“反”与“通”的理论、方法与路径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引下中国文

论的路径选择与方法前瞻。这种选择与前瞻，既是前述“反”与“通”的目标与目的、材料与方法、逻

辑与因果关系基础上的分析与总结，也是通晓、通变、通达层层递进的意涵指向。结合中国文论研究的

研究实际，其路径前瞻主要指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礼以通上下，在学科体系上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礼文化的价值遵循。

中国文论的中华礼文化的价值遵循，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意蕴：一是通晓中华礼乐文明之经典。赓续

数千年的中华礼乐文化或曰礼乐文明，具有迥异于西方文明的核心关键词，如儒家五伦、十义、 四维、

八德等，都和天人相关。位居其中的核心关键词“礼”，有几个关键表述：礼者理也，即要求人们对于

万物之理必须严格尊崇并恪守。礼者履也，意思就是说规则和秩序是用以执行的，不仅要执行还需要认

真遵循。按照“礼”（自然之理，人文之理）的规定性，从通晓中华礼乐文明之经典出发，达以“通晓”

中国文论的大是大非问题。这种通晓，不仅需要确保中国文论学术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以“两个结合”

的高度进行当下研究，而且需要避免牵强附会、郢书燕说的倾向，避免强制阐释、过度诠释的现象。

二是坚守中国文论的儒家礼乐文化以礼为中心的文学与文论传统。这种传统既是原则与规矩的坚持，

也是形态与价值的融合，更是文化主体性的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元典的礼与乐、义与利、

定与分、诚与信、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崇高与卑下、贤与不肖等诸多元关键词，一直以来都是中

国文学叙事的母题与表达的主线，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及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连绵不绝、赓续

不断、历久弥新的文化血脉，是中华文化活力、创造力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成长的家园。现在乃至将来，

它们仍然值得研究者在学科体系意义上加以坚守。

第二，通以变时局，在学术体系上恪守中国文论之通变方法论。

通晓中国文论古今各种概念、术语、范畴、命题，其目的是确保学科方面的理论与方法上的“融”与“通”。

正如前述，这种“融”与“通”既是古今层面的会通，也是中外层面的融通。古今的会通，因政治、经济、

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迁，需要考镜源流、观澜溯源；中西的融通，更多地反映在因政治方面的世界

观价值观因素、经济军事方面的硬实力因素和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因素而导致的文明冲突或者文明交互。

随着互联网、数智媒介等科技力量的发展，文艺学理论、方法的链接、交互与融通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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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事实。在古今会通和中西融通的过程之中，中国文论不仅要吸收、借鉴新的素材、新的理论与新的方

法，而且要打破以西方作为方法的固有思维定势，更要有“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视野、格局和意识，特

别是把元典作为方法，凸显“变者法之至”的思维。变，既是潮流，也是规律。法，既是规则，也是目的，

既是方法，也是手段。a所以，中国文论关键词如何在学科体系通晓基础上以“通变”的方法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凸显中国文论新的学术贡献，就显得更有方法论“变”的目标、

价值和意义。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变”，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以“两个结合”为法宝推动中国文论的现代文明转化。新时代的中国文论需要将马克思主

义同中国文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需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

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

功的最大法宝。b“两个结合”是突破中国文论研究瓶颈、解决中国文论认同危机，揭示中国文论的现代

文明阐释规律，激发中国文论的研究活力的必然选择，是将中国文论融入现代化、融入现代文明体系的

重要保证。“两个结合”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上具有再一次思想解放的意义。这种思想解放，对于中

国文论的建设来说，同样是因应时代之变，是中国文论的必由之路。

其次，是中国文论的学术史思想史的思想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融通。文艺学方向的中国文论研

究是一个蕴含极为广泛的学科，史料丰富，方法多样。这些杂芜的研究样态，自然不可能简单采用某一

种或几种研究方法来进行相关复杂问题的学术研究。如中国文学批评史，即涉及阐释学、龙学、文体学、

佛学、海外汉学等诸多研究路向。除了传统的研究路向较多难以完全把握之外，中国文论研究者多擅长

质化研究，他们难以使用大数据等计量工具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研究成果结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面对复杂问题的综合、交叉研究，亟须着重培养中国文论研究的跨学科人才。

最后，中国文论需要创新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在学术传播尤其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开拓突进。

进行中国文论核心关键词研究的文献图谱或历史语义学考索时，不难发现既有研究成果“反”的“本来”

居多，而“外来”偏少。同时，中国文论研究者多具备经学的音韵学（释音）、文字学（释形）、训诂学（释

义）等 “小学”修为，擅长考据功夫，文字功底尤其是古文功底较为深厚，把握中国文论元关键的“本

来”的水平与功夫独到，但他们普遍欠缺外语水平、计算机辅助手段、大数据研究方法。他们的科学精神、

科学思维、新技术手段与国际传播能力等多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提升。尤其是如何借船出海“走出去”

以把握“外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在对外交往中不断培养。这些能力包括传播融合生产能力、

传播渠道利用能力、传播工具整合能力、精准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导向能力等。c

第三，达以通未来，在话语体系上开创属于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文论话语创新。

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中国文论具有内在与外在交互、本土与世界融合、传统与现代接驳、专业精神和

通才教育会通等多种特点。其话语创新性建构，既要不断建设自身的原理与方法、学科与话语、形态与体系，

还要兼具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宏观把握、中观认知与微观研究，更要注意继承性、批判性、实践性和前瞻

性的考量与发掘。前述第一、第二，是在中国古典资源和外来资源的“反”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目的是

意义生成与方法新变。而意义生成与方法新变则直接指向话语创新。在话语创新方面，需要重点考量如

下三个方面：

首先，反思与创新中国文论话语机制。中国文论说与不说、说什么、为何说、怎么说，都需要一套

更为成熟、更为科学的话语机制。中国文论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论在文学批评史传统上有一套成熟的、独

a　刘金波：《元典作为方法：关键词研究从可能到可为》，《中国图书评论》2022 年第 9 期。

b　新华社：《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新闻发布

（实务版）》2023 年第 6 期。

c　刘金波：《超大城市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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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其言简意赅的以草木为喻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贡献

不可磨灭。但这些贡献大多是前学科意义上的贡献。西学东渐以来的学科化时代，如果以“现代文明”

价值来追问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艺理论场的标识性概念是什么、中国文论在凸显中华文明的本土阐释与世

界意义方面的贡献是什么、中国文论在破解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终极之问的位置是什么，那么中国文论

难免自信不足。显然，从学科化概念出发，中国文论当下的贡献不显，反思不够，创新不足。中国文论

的研究范式与话语模式不彰，具备时代特征和世界意义的话语机制不显，亟须兼性话语机制反思与创新。

话语机制反思应结合体裁的形式性与社会性两个角度进行，而非相互割裂。a社会现实内容决定文论形式，

文论形式反映社会现实内容。

其次，实现中国文论话语传统从经世致用的理念向硕学宏材的目标转向。中国文论在儒家礼学视域

下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人的理想图景面前，具有家国情怀和经世致用理念。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

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经世致用是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

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这一情怀和理念有着历史的价值和意义。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

中国文论话语传统经世致用的理念更需要逐步向当下培养具备高深学术且能够应国家大用、急需的硕学

宏材目标转化。

最后，中国文论技术话语的变革与维新。在新媒介革命面前把握中外大势，以确保对重大历史事件

的准确判断，既是文明新形态创建的重要指向，也是中国文论进行文明新形态建构的可能面向。以中介化、

环境化的媒介新样态深入全年龄段人群之中，催生不同视域下的小众文化破圈改造，与大众主流文化求

同存异促动共同繁荣。b面对当下层出不穷的互联网、新媒介、后人学、后真相、AI、元宇宙、ChatGPT
等新概念、新方向、新事物，面对亚文化、新人类、新新人类、二次元等迥异于传统文化现象的现实图景，

中国文论需要用新技术与新方法研究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与新问题，解决应该做什么、如何做，以及做出

什么的问题。

总之，上述基于“反”与“通”的逻辑关系在学科、学术与话语三个层面提出通以臻道，三位一体

的中国文论话语路径前瞻，是综合其历史、现实与未来，理论、方法与路径，本来、外来与将来等视角

所做的学术分析与理论思考，相关结论仅是笔者的一孔之见，有待方家批评指正。在中国文论之于现代

文明新形态建构方面的具体方向与路径，尤其是中国文论基于核心概念的关键词研究之范式建构等诸多

方面，还有赖学界进一步研究、讨论与总结。

四、结　语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的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再上新高度。这一新高度，为中国文论的现代

文明新样态构建提出了目标、遵循与指引。深入研究阐释中国文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

方面，需要坚持“反”与“通”的理念与方法，坚守中国文论在历史流变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三个“元”

关键——人学视域、反者道动、意在言外。这三个“元”关键为中国文论的现代文明新形态建构提供了通晓、

通变与通达的学理基础。通过将学术精神和工具理性结合，将人文精神和学术伦理结合，中国文论可以

在中国实践性问题方面，为人们提供是非通晓、文明转化、传统坚守、理论通达、多科融通、传播强化、

多维会通、话语反思、方法转向、其命维新等多方面的价值取向、现实选择和路向前瞻。

具体来说，上述新研究路向尚需要将如下几个关键问题和重要关系诠释清楚：一是要把中国文论的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文论的西方化这一原则诠释清楚；二是要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文论的关系、

同中国文论的契合诠释清楚；三是要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论的关系、中国文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

a　时胜勋：《中国文论话语创新：从话语体裁到知识生态》，《文艺争鸣》2022 年第 7 期。

b　赵寰、侯清鹏：《融合与反哺：B 站破圈的后喻文化解读》，《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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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贡献和实际价值诠释清楚；四是要把中国文论之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文论之于当今世界现代文

明的贡献诠释清楚；五是要把中国文论在回答现实世界是什么，人们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当下应做什

么等根本性的文明新形态构建方面的责任诠释清楚；六是要把中国文论如何古今贯通、中西互鉴，如何

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进而形成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成果方面的方法与路径诠释清楚。

这些问题的清楚诠释，不仅有助于中国文论研究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律，文明自觉和文明认同，也有助

于世界现代文明形态的新建构和新发展。

Reversion and Adaptation: Interpret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rom Modern Civilization 
with Pragmatic Approaches

LIU Jin-bo
(Center for Studies of Media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ummarized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w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ommunicates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ow it borrows and absorb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us forms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re important topics and directions that need to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and researched at 
present. Based on cultural research and keyword research methods,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can highlight its 
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from both “reversion” and “adaptation”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three key element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perspective on human 
studies”, “reversion is the action of Tao”, “meaning beyond words”,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change, and accessibility for its current construction. By integrating academic spirit with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s well as humanistic spirit with academic ethics,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an propose possible directions in terms 
of adherence to tradition,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theoretical accessibility, methodological shift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o address Chinese practical problems including what the real world 
is, what scholars’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are, and what we should be done at present.

Keywords: Modern Civilizatio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Reversion (Return)，Adaption

[ 责任编辑：廖　霞、谢雨佟 ]


